
 

 

数字化消费政策的创业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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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红利的充分释放，促使中国消费在需求侧呈现

出多元化、数字化特征。如何通过数字化消费转型引导城市创新创业新业态发展，对扩大内需与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数字化消费的准自

然实验，利用天眼查微观企业注册数据，结合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消费政策对城市创

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创业水平，且该政策的创业提升

效应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智慧城市建设等数字经济政策存在显著的政策联动效应。（2）数字化消

费驱动政策主要通过要素集聚效应以及数字化应用效应提高城市创业水平。（3）数字化消费驱动政

策的城市创业提升效应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具优势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且主

要提高了城市智能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创业水平，进而推动了高端制造及服务业升级。文章的研

究为充分发挥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创业效应和推动供给侧数字化创业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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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

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2019年《中国信息消费发展态势

及展望报告》，信息消费能够提高供给质量、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2022年《中国信息消费发展态势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直播电商

用户群体达 3.8亿，全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超过 1.2万亿，在线旅游预订用户规模超过 3.6亿，在
线医疗用户规模接近 2.4 亿，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用户超 8 亿。数字化技术与消费融合衍

生的新型数字化消费，已然成为我国总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的消费方

式、内容和结构。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内需市场规模庞大，推进消费结构升

级、构筑与新兴技术潮流相适应的数字化消费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构建活跃有序的信

息消费市场，推动信息消费快速增长以促进消费升级”。201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进一步扩

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要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向消费

领域广泛渗透，推动信息消费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这一意见的提出表明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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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关注数字化消费对改善区域创业格局的积极作用。首先，数字化消费能通过提高要素边际报

酬吸引要素集聚，进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一是数字化消费庞大的用户规模和极低的交易成本

等特点使其内部极易形成规模效应（马述忠和房超，2021），能提高区域内各类生产要素的边际

报酬，进而有效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集聚。二是依托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数字化

消费的发展不断转型升级。以大数据中心、云计算、5G通信等为主导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设引致了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资本需求。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要素需求增加将有效提

升要素报酬，进而促进要素集聚。充足的要素保障降低了创业成本，能够有效提高地区创业水

平。其次，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还能通过提高地区数字化应用水平提升地区创业水平。信息消费

试点政策提出开发智能信息产品和扩展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的政策目标，这有效促进了地区数字

化应用水平的提升。而地区数字化应用同样能有效推动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一是通过对特定

岗位形成就业替代，迫使失业者实施创业行为（Fossen和 Sorgner，2022），提升地区生存性创业水

平。二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裴长洪等，2018），降低创业成本，提升地区创业水平。三是通

过市场规模、知识溢出、要素组合以及创业机会均等化等途径提升地区创业水平（赵涛等，2020）。
然而，少有文献以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为准自然实验，探讨数字化消费对城市创业水平的影

响。仅有的几篇与数字化消费相关的文章，均以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为准自然实验，重点关注数

字化消费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何凌云和张元梦，2022）和地区创新水平提升（徐梦周等，2022）
的影响，没有关注数字化消费的创业效应。此外，影响地区创业水平的文献则重点关注如下几

个方面：第一，创业者自身条件。相关学者认为影响创业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于创业者的个体特

征、家庭背景以及个体感知等。如创业者年龄（Rees 和 Shah，1986）、性别（Rosenthal 和 Strange，
2012）、工作经历（王戴黎，2014）、社会融资（阮荣平等，2014）、企业家才能（Lazear，2004）以及风

险偏好（Parker，1996）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第二，宏观经济因素。重点关注宏观层面金融发

展（谢绚丽等，2018）、要素集聚（叶文平等，2018）、数字经济（赵涛等，2020；Acemoglu 和

Restrepo，2020）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万海远，2021）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第三，政策冲击。大

量研究表明，政策实施带来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毕青苗等，2018）、创新驱动（白俊红等，2022）
以及税费减免（林嵩和姜彦福，2012）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创业水平。由此可见，在与地

区创业水平相关的研究中，少有文献从数字化消费视角出发探究影响地区创业水平的因素。鉴

于此，本文利用天眼查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交叠双重

差分方法考察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城市创业水平的影响。本文潜在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首次从中国数字化消费转型升级角度，基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这一国家层面消费改革

战略，将新型数字化消费升级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至城市创业领域，探讨数字化消费驱动政

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补充了相关研究。其二，以政策实施方案为依据，从要素集聚效应及数字

化应用效应视角，深入挖掘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提升城市创业水平的作用机制，为依托新兴消费

模式进一步优化我国区域创业格局提供了政策方向和证据。其三，从创业行业异质性和基础条

件异质性等角度出发，探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水平影响的政策偏向性，同时还考察

信息消费政策与其他相关数字经济政策在提升城市创业水平上的联动效应，为进一步因业制

宜、因地制宜地发挥信息消费驱动政策对地区创业水平的提升作用提供了借鉴。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和重要牵引力，消费增

长对创造需求、刺激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至关重要。信息消费能够有效推进

消费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 年第 3 期

•  50  •



（一）数字化消费与城市创业水平。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与新起点，释放消费潜力并引导

消费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质量跃迁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然而，我国

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仍处于 U 形发展趋势的底部阶段（陈昌盛等，2021）。众多需求侧

和供给侧因素在消费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对消费形成了叠加制约，弱化了消费对区域经济

增长的驱动力，降低了企业投资创业的稳定性和活跃性。从需求侧来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

性进一步加剧，诸多行业停工停产导致收入水平波动，预期收入降低抑制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

群体的消费意愿（刘洪波等，2022）。此外，城乡收入差距、高房价等也是制约消费意愿和能力、

抑制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从供给侧来看，消费升级所要求的高端化、个性化、服

务化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在产品品质、品牌、价格和品种等方面的要求与企业实际提供的

产品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产品供给端不足可能导致产品需求外溢和消费升级受阻（孙早和许

薛璐，2018）。

数字化消费的多元化、高端化、个性化特征在创造和衍生出新消费需求的同时，逐渐与传

统消费相融合，已成为拉动居民消费的新引擎（杜丹清，2017）。数字化发展不仅直接提高消费

规模，也能重塑原有消费结构和质量，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林晨等，2020）。其对城市创业活跃

性主要存在三个方面影响：第一，数字化消费是前沿数字化技术与消费融合的产物，在与传统消

费相辅相成的同时，这种消费还会衍生新的消费需求，为创业者提供更多创业机会，进而吸引更

多企业进入市场。第二，数字化消费是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服务交流平台的存在有

利于社区成员间的互动，降低信息搜索、传递和加工成本，提升消费信息匹配效率，进而增强城

市创业活力（Svahn 等，2017）。第三，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化消费

情境中，企业面临的信息更为开放、竞争更为公平、行政更为高效。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创业

企业与其他主体高效互动，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杜运周等，2020）。基于此，本

文提出假说 1：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能够提高城市创业水平。

（二）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提升城市创业水平的作用渠道。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主要通过

要素集聚效应和地区数字化应用效应提升城市创业水平。形成要素集聚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各项举措对劳动力、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且同时满

足了各类生产要素形成集聚的客观条件；地区数字化应用效应的形成则主要得益于信息消费试

点政策提供的信息基础设施应用条件。具体而言：

一是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能通过吸引各类生产要素集聚，提升地区创业行为。一方面，数

字化信息消费政策提出的完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开发智能信息产品、培育信息消费新业态以

及拓展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等相关政策方案，能够吸引优势资源向政策试点地区聚拢。首先，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平台构建以及信息消费新业态的构建为区域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并吸引大量劳动力带来劳动力集聚（Acemoglu和 Restrepo，2018）。其次，在经济发展的风口，数

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赵涛等，2020），随着数字信息消费政策的

实施，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会吸引大量资本在试点区域内形成集聚。最后，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

在开发智能信息产品和构建信息消费新业态等方面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扶持策略为相关技

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必要的制度支撑，有效引致了技术集聚。另一方面，基于古典

要素流动理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提出的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拓宽生产要素流动渠道、降

低流动成本、提升流动速度，从而促进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王春杨等，2020）。与此同

时，根据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随着区域对各类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各类生产要素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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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会增加，进而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集聚。此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本身是一种制度

创新安排，该政策的各类举措均具备较强的制度保障，满足要素集聚的制度建设条件。诚然，劳

动力、资本和技术是影响区域创业的重要因素（刘诚和夏杰长，2021）。通常在劳动规模越大、劳

动力越丰富的地区，潜在进入企业的搜寻雇佣成本越低。且劳动力集聚产生的非正式交流促进

了隐性知识的挖掘、传递与溢出，从而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创业水平。与此同时，技术要素集聚为

城市创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条件。不同技术要素的组合与技术成果的转化扩展了信息的广度与

深度，为城市创业水平提升创造了空间（白俊红等，2022）。此外，金融资本在区域内集聚能有效

缓解创业者的融资约束问题（戴美虹等，2022），为企业创业行为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吸引创业

者在试点区域内实施创业行为。

二是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能通过促进地区数字化应用，提高地区创业水平。一方面，信息

消费试点政策提出了加速完善试点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这为地区数字化消费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和环境支持。另一方面，从政策需求看，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地区数字化应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有效倒逼了地区数字化应用水平的提升。具体来看，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所提

出的开发智能信息产品的政策目标致力于促进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为数字化消费发展提供充足

的信息产品，而智能化信息产品的开发又离不开地区数字化基础的支持。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

提出要拓展电子商务服务平台，这为信息消费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交易场所，而电子商务本身衍

生于数字化发展（谢伏瞻，2019），扩展电子商务平台势必对地区数字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前沿文献已证实地区数字化应用提高能有效提升创业水平（王林辉等，2022）。具体地，第

一，以大数据、5G 通信为主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裴长洪等，

2018），减少了创业者搜寻创业机会的成本和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地区创业水平提升。第

二，数字化应用程度的提高能够通过提升市场规模、实现知识溢出和重塑要素组合等途径提供

更多的创业机会和资源，增强城市的创业活跃度（赵涛等，2020）。第三，数字化应用程度的提高

能够实现创业机会均等化，辐射与驱动创业群体扩张规模（张勋等，2019）。此外，从创业类型上

看，数字化发展能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激发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有效推动

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发展（刘翠花，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数字化信息消费政策

能通过要素集聚效应（劳动力、资本、技术集聚）和数字化应用驱动效应提高城市创业水平。

三、政策背景与实验设计

（一）政策背景介绍。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如何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经济领域融合，增强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解决内需不足和消费升

级困境，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中国政府在 2013年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

需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信息消费，有效拉动需求，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随后，工信部

于 2013年、2015年分两批次遴选出 104个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并于 2016年印发了《2016年国家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指南》，将北京、上海、大连等 25个城市作为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图 1 报告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各批次政策冲击时点以及对应城市的相关信息，由图可知：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冲击主要发生在 2013年和 2015年，且两批次设立的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的数

量大致相当，这与工信部遴选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政策时点及规模保持一致。从对照组样本来

看，对照组包括政策发生前和从始至终没有被纳入示范城市的地区，且较多对照组是从未受政

策干扰的对照组，这将有效提升本文因果识别的准确性。图 2展示了第一批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与非示范城市企业注册数据的年平均值变化情况，由图可知：在 2013年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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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企业注册数基本上保持相同的发展趋势，而在 2013 年后，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企业注册数相对于非示范城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初步说明了信息消费试

点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地区创业水平。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为检验数字化消费对城市创业的影响效应，本文将信息消费试

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penterit = α+ θ1didsxit + θxXit +ηi+ νt +εit （1）

penterit didsxit

Xit ηi νt εit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创业水平；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是控制变量集； 和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具体设计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水平（penter）。参考白俊红等（2022）的做法，以城市每百人企业新

注册数作为创业的测度指标。企业注册数据来自天眼查工商注册数据检索平台，该平台统计公

布中国工商注册企业登记的相关信息（包括企业详细的地址信息、企业注册成立年份和行业分

类等）。通过选定行业属性和地区属性，分批手工下载企业数据，将企业注册年份作为企业进入

年份，并根据公布的企业详细地址信息对企业注册数据在城市—年份层面进行加总。

2. 核心解释变量：信息消费试点政策（didsx）。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若某城市在某年被列入

试点城市，那么该城市在当年及之后均赋值为 1，反之则为 0。

3.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增长水平（gdp），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工业发展水平（ind），以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表征；外资引入情况（lnfdi），以地区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表征；

教育水平（edu），以地区教育支出额表征；贸易发展水平（trade），用地区进出口总额表征；政府

干预（govgdp），以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表征。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本节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

城市创业水平的影响效应，表 1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没有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列（3）是加入控制变量后未考虑固

定效应的结果，列（4）在列（3）的基础上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数字化消费驱动

政策对新注册企业进入影响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

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水平。假说 1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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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准回归

（1）penter （2）penter （3）penter （4）penter

didsx 0.424***（0.032） 0.171***（0.015） 0.098***（0.018） 0.124***（0.017）

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R-squared 0.133 0.797 0.519 0.81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在省份—年份维度聚类稳健调整后的标准误。限于篇幅，控

制变量和常数项的估计结果未予列出，留存备索，下表同。
 

（二）识别条件检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分析的前提是保证实验组城市和对照组城

市在数字化消费政策实施前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检验。为得到稳健的估计结

果，本节参考 Cengiz等（2019）的做法，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引致的城市创业

水平提升效应进行事前平行趋势检验，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penterit = α0+
∑n=6

n⩽−6
θndidsxn

it + θxXit +ηi+ νt +εit （2）

didsxn
it didsxn

it

δi i δi

t−δi = n didsxn
it = 1 didsxn

it = 0

t−δi ⩽ −6 didsxn
it = 1 didsxn

it = 0

θn n < 0 θn

其中， 是一系列虚拟变量，表示数字化消费在政策窗口期内每一期的政策效应。 的

赋值规则为：假设 为 企业所在城市实施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年份（ =2013 或 2015），若
，则定义 ；否则定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策前第 6 期的设置方式

为：若 ，则定义 ；否则定义 。其他变量设置同基准模型（1）保持一

致。参数 反映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实施前后对城市创业水平的影响，当 时， 不能拒绝系

数为 0的原假设，则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

θn

θn

θn

图 3绘制了参数 的估计值及 95%的置

信区间。由图 3 可知，在数字化消费驱动政

策实施前， 的估计值均不能拒绝原假设，表

明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城市

和对照组城市创业水平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即两类城市的创业水平在政策实施之前保持

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本文运用的双重差分

模型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此外，从数字化消

费驱动政策实施后 估计值的变化情况可

知，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城市

的创业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城市的创业水平，且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创业水平的

影响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

（三）稳健性检验。

1. 培根分解。传统的 TWFE 统计量对交互 DID 估计的准确性受到质疑（Callaway 和 Sant’
Anna，2021），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TWFE 统计量对交互 DID 的平均处理效应由新处理个体分别

对从未处理个体、尚未处理的将处理个体、已处理个体的三类 DID 处理效应加权平均得到，且

部分权重的赋值可能小于零，但有可能即便每一时点的政策冲击效应均为正，而加权平均后的

处理效应却为负（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œuille，2020）。因此，运用 TWFE 统计量对交互

DID 进行估计的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二是上述三类 DID 处理效应中，“新处理个体对已处理个

体的处理效应”是一种“不良”的处理效应，当政策处理效应存在个体差异时，TWFE 统计量估计

 

估
计
系
数

0.3

0.2

0.1

0

−0.1

d
id
6

d
id
5

d
id
4

d
id
3

d
id
2

d
id
0

d
id
1
1

d
id
1
2

d
id
1
3

d
id
1
4

d
id
1
5

d
id
1
6

政策冲击时点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

  2024 年第 3 期

•  54  •



所得的平均处理效应无法排除动态处理效应的干扰，导致结果存在偏误（Goodman-Bacon，
2021）。因此，本文用 Goodman-Bacon（2021）提出的培根分解法将上述三种处理效应进行单独分

解，计算出每种处理效应赋予权重的大小以及正负，进而得到“新处理个体对已处理个体的处理

效应”（“不良”处理效应）在三种处理效应中的占比，检验处理效应的异质性是否导致估计结果偏误。

表 2 列示了三种 DID 处理效应的权重以及平均估计值，其中，“新处理个体对已处理个体

的处理效应”（“不良”处理效应）赋予的权重为 1.9%，而另外两类“好”的处理效应赋予的权重

总计为 98.1%，这表明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并未影响本文基准结果的稳健性。①

  
表 2    培根分解表

DDcomparison Weight Avg DD Est

Earlier T vs. Later C 0.026 0.060

Later T vs. Earlier C 0.019 −0.072

T vs. Never Treated 0.955 0.179
 

此外，本文进一步分别运用 Sun和 Abraham（2020）、Borusyak等（2021）以及 Cengiz等（2019）
提出的三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进行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如图 4所示，将这三种效应检验与事件

研究法的动态效应对比可知，几种检验方法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验证了处理效应的异质

性问题最终并未对实证结论造成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a）Sun 和 Abraham (2020) （b）Borusyak 等 (2021) （c）Cengiz 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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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其他稳健估计量动态效应图
 

2. 安慰剂检验。本节借鉴 Topalova（2010）
的思路，运用变换政策实施时点的方法进行

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5所示。其中实线为 1 000
次伪回归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核密度曲

线，空心圆圈为 1 000次伪回归核心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的 p 值，平行于横轴的虚线为固定

值 p=0.1。结果显示：1 000次伪回归的核心解

释变量估计值均在 0 值附近，且估计系数的

p 值大部分都在虚线 p=0.1之上，表明数字化

消费驱动政策对城市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确

 

0

5

10

15

20

25

−0
.05

−0
.04

−0
.03

−0
.02

−0
.01 0

0.0
1

0.0
2

0.0
3

0.0
4

0.0
5

系数

p

值

图 5    安慰剂检验

王    辉、刘栩君：数字化消费政策的创业效应研究

 ① 培根分解图结果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全部列示，留存备索。

•  55  •



实是由政策本身带来的，而不是由其他因素引发的。

3. 其他稳健性检验。（1）样本选择偏误处理：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在考虑选取数字化消费试

点区域时，可能会优先考虑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较完善的地区，这使得数字化消费试点城市和

非试点城市存在天然的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避免因样本选择偏误导

致的估计结果误差。（2）排除相关政策干扰：除数字化信息消费驱动政策以外，其他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政策也可能对城市创业水平造成影响，如智慧城市建设、宽带中国战略和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等。本文依次剔除样本中涉及上述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地区重新进行回归。（3）改变聚

类方式：将聚类方式改为城市—年份层面后重新进行回归，进一步排除城市—年份层面差异对实

证结果的干扰。（4）排除直辖市干扰：删除了四个直辖市样本重新进行回归。（5）数据缩尾：考虑

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并对缩尾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6）缩
短样本区间：考虑到 2011年前诸如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可观察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将

样本区间由 2006—2019年缩短至 2011—2019年进行回归。以上回归结果均保持稳健。①

（四）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是解决内生性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本文参照赵涛等（2020）
的思路，选取 1984 年百人邮局数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工具变

量。一方面，数字化消费可以看作是传统通信技术的接续发展，历史邮局数在一定程度上为数

字化发展或者说信息化发展奠定了通信基础，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另一方面，通信技术

发展至今，邮政业务已逐渐被取代，几乎无法对企业创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排他

性条件。由于完全外生且与内生变量强相关的完美工具变量难以寻求，仅使用一种工具变量的

结果可能不具有可信度，本文将 1984 年百人固定电话数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数字化

消费的补充工具变量。

表 3 列示了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分别是以 1984 年

百人邮局数为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分别是以 1984 年百

人固定电话数为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由列（1）和列（3）可知：不论以

1984 年百人邮局数还是以固定电话数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 F 值分别为 680.089 和

1368.690，远大于 10的临界值，且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分别为 4 164.027和 7 753.760，
远大于 Stock和 Yogo（2005）得出的 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呈

现强相关性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实施与工具变量的回归系

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列（2）和列（4）结果可知：在尽可能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数

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城市创业水平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本文核心结论仍然成立。
  

表 3    内生性检验

以1984年邮局数为工具变量 以1984年固定电话数为工具变量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3）第一阶段 （4）第二阶段

didsx penter didsx penter

IV 0.602***（0.023） 0.014***（0.000）

didsx 0.245***（0.036） 0.230***（0.034）

第一阶段F值 680.089 1 368.69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4 164.027 7 753.760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R-squared 0.112 0.117

　　注：本表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以及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表4、表5和表6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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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用机制检验。前文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如何通过吸引各类要素

集聚以及提升地区数字化应用程度来提高城市创业水平，本节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

讨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影响城市创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Iit = α+γdidsxit + θxXit +ηi+ νt +εit （3）

penterit = α+ρIit + θ1didsxit + θxXit +ηi+ νt +εit （4）

Iit

γ

其中，式（3）中 代表机制变量，包括：劳动力集聚效应（labasse）、资本集聚效应（capasse）、技术

集聚效应（techasse）以及数字化应用驱动效应（aitech）。 表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上述机制

变量的回归系数。式（4）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机制变量对城市创业水平的影响效

应。其余变量的指标设计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1. 要素集聚效应。本文参考汪冲（2012）以及白俊红等（2022）的相关研究分别构建劳动力集

聚、资本集聚以及技术集聚指标，实证检验要素集聚作为数字化消费提升地区创业水平的中介

效应。其中，劳动力集聚由地区总就业人数除以地区年末总人口数来表征；资本集聚用固定资

产总投资除以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表征；技术集聚测度方法如下：（政府科技投入/政府预算总支

出）×0.5 +人均专利申请量标准化值×0.5。
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由列（1）、列（4）、列（7）可知，当劳动力集聚、资本集聚以及技术集

聚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信息消费

试点政策确实能吸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试点区域内集聚。列（2）、列（5）、列（8）
报告了以 1984年百人邮局数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①实证结果显

示，在排除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各类中介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干扰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实施仍然显著促进了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集聚。列（3）、列（6）、列（9）的回归结果显示，将三

类中介和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中时，劳动力集聚、资本集聚以及技术集聚对创业水平的

回归系数同样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劳动力集聚、资本集聚以及技术

集聚的形成能有效提升地区创业水平。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结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通

过促进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
 
 

表 4    机制检验（一）

劳动力集聚 资本集聚 技术集聚

（1）
labasse

（2）
labasse

（3）
popenter

（4）
lncappop

（5）
lncappop

（6）
popenter

（7）
techasse

（8）
techasse

（9）
popenter

didsx 0.025*** 0.054*** 0.106*** 0.667*** 0.779*** 0.077*** 0.197*** 0.509*** 0.070***

（0.009） （0.014） （0.014） （0.121） （0.204） （0.014） （0.027） （0.078） （0.013）

labasse 0.730***

（0.076）

lncappop 0.070***

（0.008）

techasse 0.273***

（0.040）

第一阶段F值 680.089 680.089 680.089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4 164.027 4 164.027 4 164.027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R-squared 0.866 0.065 0.838 0.838 0.217 0.842 0.766 0.095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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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化应用驱动效应。参考王林辉等

（2022）的设计，采用熵值法构建地区数字化

应用程度综合指标。①表 5 列（1）汇报的是信

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对地区数字化应用程度

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

设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地区数字化

应用程度提升。列（2）结果显示，在排除了信

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各类中介变量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干扰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仍然

显著提升了地区数字化应用程度。列（3）结
果表明将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放入

模型时，地区数字化应用程度能有效提升创业水平。综上，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通过提升地区

数字化应用程度来提升创业水平。假说 2得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 基于行业偏向性创业水平的异质性分析。为实证检验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不

同行业创业水平是否具有偏向性影响，本文首先根据行业特征对城市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进行

区分，其中城市制造业创业水平（penterz）用每百人制造业企业新注册数衡量，城市服务业创业

水平（penterf）用每百人服务业企业新注册数衡量，并参照王林辉等（2022）的划分方法，将制造

业细分为智能制造业（num）和非智能化制造业（nonum），将服务业细分为新兴服务业（emeserv）、
传统服务业（tradserv）和公共服务业（pubserv），进而分析数字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

水平提升效应的行业偏向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6。列（1）至列（3）分别展示了数字化消费驱动

政策对城市总体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和非智能制造业创业水平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

消费驱动政策对城市总体制造业和非智能制造业创业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数字化消费驱动

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智能制造业创业水平。列（4）至列（7）分别展示了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

城市总体服务业以及三类细分服务业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总体

服务业、新兴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创业水平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表明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城市总体服务业和三类细分服务业的创业水平。且

三类服务业细分行业中，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新兴服务业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而新兴服

务业规模扩张是我国服务业向高质量服务业转型的典型表现，这表明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有助

于推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表 6    异质性检验（一）

（1）总体制造业 （2）智能制造业 （3）非智能制造业 （4）总体服务业 （5）新兴服务业 （6）传统服务业 （7）公共服务业

penterz num nonum penterf emeserv tradserv pubserv

didsx 0.001 0.000* 0.001 0.123*** 0.067*** 0.044*** 0.001***

（0.002） （0.000） （0.002） （0.017） （0.010） （0.007） （0.000）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R-squared 0.911 0.711 0.911 0.776 0.689 0.797 0.738

 

 

表 5    机制检验（二）

（1） （2） （3）

aitech aitech popenter

didsx 0.005*** 0.005** 0.114***

（0.001） （0.002） （0.017）

aitech 1.854***

（0.367）

第一阶段F值 680.089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4 164.027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3 920

R-squared 0.806 0.022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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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不同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分析。考虑到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创业效应在不同市

场化水平发展区域可能具有差异性影响，本节采用构建交互项模型的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首

先，根据樊纲（2011）构建的市场化指标体系，对政策发生前一年（2012年）的市场化水平进行分

组，若该城市的市场化指数大于 2012年所有城市市场化指数均值，则该城市为市场化水平高的

城市，反之则为市场化水平低的城市。其次，分别构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与不同市场化水平

的交互项（hmarket 和 lmarket），其对应的估计系数分别表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高市场化城

市和低市场化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效应，具体结果如表 7 列（1）和列（2）所示。由结果可知，数

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实施对高市场化水平城市和低市场化水平城市创业水平影响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但对高市场化城市影响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表明消费试点政策的实施对高市

场化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 7    异质性检验（二）

变量
市场化水平异质性

变量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异质性

（1）penter （2）penter （3）penter （4）penter

hmarket 0.180***（0.025） 0.141***（0.021） hinter 0.290***（0.022） 0.219***（0.027）

lmarket 0.161***（0.020） 0.106***（0.025） linter 0.045***（0.012） 0.029***（0.011）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R-squared 0.797 0.816 R-squared 0.804 0.820
 

3. 基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区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意味着该

区域具有更强的信息流动性以及更低的信息获取成本，这为数字化消费提供了基本保障。因

此，本节对不同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条件下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产生的城市创业效应进行差异性

分析。首先，将 2012年互联网接口数的年均值作为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分组依据，若

该地区互联网接口数高于所有地区均值，则认为该城市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反

之则认为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城市。其次，分别构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与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的交互项（hinter 和 linter），其对应的估计系数分别表示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城市的创业提升效应，具体回归结

果如表 7列（3）和列（4）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还是对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城市，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对城市创业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

其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表明消费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高城市的创业提升效应更强。

（二）政策联动效应分析。数字化消费升级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与数

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推动政策，诸如智慧城市建设、宽带中国战略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同

样也为数字化消费规模扩张营造了适宜的市场环境。因此，发挥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与智慧城

市建设、宽带中国战略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联动作用，有助于打破数据资源壁垒，对加

快数字化消费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节参考蒋灵多等（2021）的设计

思路，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实施是否与智慧城市建设、宽带中国战略和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在提升城市创业水平上存在政策联动效应。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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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erit = α+ θ1didsxit ×DV it + θxXit +ηi+ νt +εit （5）

DV it

DV it

其中， 用以识别所在城市是否为智慧城市建设、宽带中国战略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试

点区域，若该城市分别属于三种政策的试点城市，则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模型中其余变

量的指标设计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didsxit ×DV it

表 8 报告了数字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分别与三种政策联动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至

列（2）为数字化信息消费试点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政策联动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三重交

互项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化消费信息试点政策实施在

提升城市创业水平上与智慧城市建设存在同向的政策联动效应，即相较于仅实施信息消费试点

的城市，同属于信息消费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城市在两类政策实施后具有更高的创业水

平。列（3）、列（4）和列（5）、列（6）分别报告了数字信息消费驱动政策与宽带中国战略和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政策联动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消费信息试点政策实施在提升城市创

业水平上与宽带中国战略以及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存在同向显著的政策联动效应，即同属于

信息消费试点和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以及同属于信息消费试点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城市相

较于仅实施信息消费政策的城市在两类政策实施后具有更高的创业水平。
 
 

表 8    政策联动效应

智慧城市 宽带中国战略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1）penter （2）penter （3）penter （4）penter （5）penter （6）penter

didsxit ×DV it 0.195*** 0.138*** 0.204*** 0.151*** 0.290*** 0.226***

（0.020） （0.023） （0.020） （0.022） （0.047） （0.040）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3 920

R-squared 0.797 0.815 0.797 0.816 0.796 0.816
 

六、结论与建议

当前，数字化消费成为引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消费模式，其对于驱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信息消费政策作为数字化消费转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

探讨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城市创业效应、作用机制与政策偏向性，并剖析了其与其他数字经

济发展战略的政策联动效应。结果发现：（1）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实施能显著提升地区城市

创业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采取培根分解、安慰剂检验、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和其

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数字化消费政策主要通过要素集聚效应（驱

动劳动力、资本、技术集聚）和数字化应用驱动效应来提升城市创业水平。（3）政策效果存在行

业选择偏向性。在制造业方面，其主要提高了智能制造业创业水平；在服务业上，其对新兴服务

业创业水平的影响更大。此外，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创业提升效应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更具优势的地区更为明显。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与智慧城市建设、宽带中国战略

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存在政策联动作用，共同驱动了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

为进一步增强数化消费政策提振经济活力的内在动力，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

步扩大和深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推动消费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尽管我国已于 2013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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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试点工作，然而仍面临内需不足和消费升级缓慢的困境。要切实发挥信息消费试点对

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扩大消费试点城市范围，推动更多城市消费向数

字化方向转型升级，同时促进已开展消费试点城市的数字信息消费向纵深推进，加快数字化技

术与传统消费领域的融合，积极培育新兴行业和业态。第二，政府和企业需更重视人才和技术

创新，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优化提升劳动配置结构。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机遇，也

是带动经济活力的有力推手，而作为影响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条件之一的劳动要素错配会

制约数字信息消费的规模扩张。因此，地方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人才吸引和创新驱动政策，

加强人才与技术的资源集聚，优化劳动配置结构，实现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第三，中央和地方

政府应根据行业和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完善数字信息消费的支撑条件。当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尚未完成，各区域市场化水平参差不一，各类生产要素难以充分流动，信息不对称和进入壁垒

阻碍数字化消费的有效供给，且不同区域信息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

此，要充分发挥数字信息消费政策的溢出带动作用，必须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区域市场

化水平以及提升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消费向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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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Wang Hui1,  Liu Xu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Summary:  At present, China’s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apacity expans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New forms of consumption, brought by digital technology,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are constantly growing and becoming the main force leading
China’s consumption upgrading. They are significantly changing the way, content,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roughout the society. How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digital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is immensely important i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deepening sup-
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Using the registration data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obtained from Sky Eye Search, this
paper takes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
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on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by using the staggered
DID method.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1) Implementing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signific-
antly boosts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re is a linkage effect between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and Smart City, Broadband China, and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which jointly
driv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level. (2)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mai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factor agglomeration effect, which drives the agglomeration of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rough the digital application effect. (3) There is an industry selec-
tion bias in the policy effect.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mainly improves the entrepreneurship leve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hile for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level
of emerging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enhancement effect of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is
more evident in region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marketization and more advantages i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this pa-
per studies the economic leading role of new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
gital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nsumption policies on
urban entrepreneurship, effectively filling the gap in relevant research. Seco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
anism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the factor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the digital application ef-
fec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n, providing support-
ing evidence for the policy direction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pattern by relying on
emerging consumption patterns. Thir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on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d basic condition heterogeneity, and explores the policy bias and linkage effec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ies and other relevant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provid-
ing an empirical basis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ies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according to industrial and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digital consumption； entrepreneurship leve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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